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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白鹿原》描写了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婚礼或葬礼。这些婚丧民俗描写,不仅为我们呈

现了彼时关中人们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女大男小的婚配需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程式,以及

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轻死重生的生命意识,同时也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了小说的趣

味性与可读性,强化了小说的地域特色,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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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较为

稳定的文化事项。《白鹿原》中的民俗描写丰富多

彩,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关注其中有

关婚丧习俗的描写。

  一、婚嫁民俗

《白鹿原》是在主人公白嘉轩的七次婚姻中拉开

序幕的。小说一开始就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

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P3)在小说中,作者先

后描写了多人的订婚及婚礼。这些婚俗礼仪,无不

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婚配双方是否门当

户对,是衡量一门亲事是否合适的重要标准。所谓

门当户对,指的是男女双方包括各自的家庭,在经济

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不相上下,情况相当。小说

中,无论是老一辈如白嘉轩等人的婚姻,还是新一辈

如白孝文、黑娃等人的婚姻,都以门当户对为准绳。
在介绍白嘉轩前三次所娶的媳妇时,作者都无一例

外地强调了她们的出身———殷实人家的女儿。在选

择儿媳妇时,白嘉轩也恪守了这一准则。描写白嘉

轩的长子白孝文的婚礼时,作者一面详细地描写了

婚礼中的各种习俗,如新媳妇进祠堂叩拜祖先仪式,
一面又始终强调:女方与男方一样,同样出身于殷实

人家,这门亲事是门当户对的。此外,白嘉轩之所以

没有将冷先生的二女子许给孝文而是许给了孝武,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了门当户对思想的影响,
因为冷先生的大女子许给了鹿子霖做儿媳,所以,如
果他的大儿子娶其二女子,在他看来就是门不当户

不对了。门当户对婚姻观支配下的婚姻,已然与情

感无关,而只是维护家族尊严,扩大家族势力的重要

手段。
白鹿原的传统婚俗,除了要求男女双方门当户

对外,还要求女子要比男方大几岁。小说中的白家

人丁不旺,为了早得子孙,白家的男人都是很早就结

婚了,而他们所选的结婚对象,也都是比自己大几岁

的女子。白嘉轩“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

日。那是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巩增荣的头生女,比他

大两岁”[1](P3)。白孝文的媳妇也比他大三岁。这样

的婚配需求无疑是务实的,因为这样的媳妇一进家

门后,不仅能洗衣做饭,纺纱织布,侍候公婆,操持家

务,且比同龄男子早熟,对男女之事有所了解,能在

婚姻中起性启蒙者作用。更重要的是,女大男小的

婚姻观背后,折射出了关中人的生殖崇拜观。“这个

村子的住户……人口冒不过一千。”[1]62这使得白鹿

原上的人们在男女婚配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并非两

人是否情投意合,而只是能否传宗接代。正如白嘉

轩在娶第七个媳妇时所说:“只要能给我白家传宗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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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就行了!”[1](P41)其实,这种繁衍后代的焦虑,早在

他娶第五位媳妇时就已经存在。小说中说:“这个女

子是 一 个 穷 家 女 子,门 不 当 户 不 对 已 经 无 从 顾

忌。”[1](P4)由此可见,在白鹿原上人们的婚姻中,一
旦涉及到传宗接代这一重大问题时,门当户对的婚

姻观便退居其次了。白嘉轩对自己的婚姻是如此要

求,为长子白孝文选媳妇也同样出于这一目的:“我
想给孝文订娶个大点的闺女。咱屋里急着用人(不
便出口的一层意思是早抱孙子)。”[1](P113)正因为这

样,在得知三儿媳不能生孩子的事实后,即便这个儿

媳妇其他方面做得再好,身为封建家长的白嘉轩也

绝难容忍,所以他便有了休掉再娶的打算。
在中国的传统婚俗中,父母与媒人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缺少了那一项,
男女婚姻都可说是无效的,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
一桩婚事能否成功,取决于两家父母的意见及媒人

在其中的沟通,男女双方在成婚之前基本上很少见

过面,更别说交流和相处了。白嘉轩所娶的七个老

婆中,只有仙草是他唯一在婚礼前见过面的一个。
白鹿原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在这里,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具有绝对的合理性和强制性。老一辈的封建

家长如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等,都强烈且顽固地

维护着这一婚姻习俗。他们眼中的婚姻,只不过是

性与孝的结合体。在他们看来,男女双方的结合,很
多时候并非出于爱的冲动,而是孝的虔诚,因此,一
旦有人违反了这一习俗,便意味着对父母的极大不

孝。这自然是他们强烈反对的。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宗法社会里,始终处于权

利绝对中心的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

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白鹿原上看似喜庆的婚俗背

后,实则蕴藏着无数的悲剧。旧时的关中平原,男女

之间的婚姻多由包办买卖而成,很多男方家庭会因

娶媳妇而倾家荡产。白鹿原上便流传着这样的歌

谣:“……女,花轿娶,十个布,半斤礼,银货不全不得

娶。买来的媳妇是骡马,任我用来任我打。”在白鹿

原,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与生育机器。她们是

可以买卖的商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小说中的

仙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在流言横飞

的环境下,仙草冒死嫁给白嘉轩,为他生儿育女,彻
底改变了白家几代单传的命运;但即便这样一个为

家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女人,在这个家族中却既

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因为在人们看来,她只

是完成了她本应承担的传宗接代的分内事而已,谈
不上什么伟大,甚至根本不值一提。鹿兆鹏的媳妇

冷家大小姐,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冷家

大小姐虽是鹿家明媒正娶的媳妇,但由于鹿兆鹏并

不接受她,而只是被三记耳光打着才举行完了婚礼,
因此,婚后鹿兆鹏便一走了之,撇下冷小姐一人,任
其在传统的贞洁观与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在欲望

与理性的双重折磨下,冷小姐最终得了淫疯病。面

对婚姻如此不幸的女儿,冷先生并没有表露出一个

父亲应有的关心与爱护,而只是在乎自己的颜面,最
终他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女儿。顺从封建礼教的仙

草、冷小姐的婚姻,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反抗者如田

小娥的婚姻,则更无法逃脱悲剧命运。田小娥与郭

举人的结合,虽然极其病态,但在那个嫁鸡随鸡嫁狗

随狗的时代里,只要有了明媒正娶这一冠冕堂皇的

外衣,人们便会视为理所当然。惟其如此,田小娥即

便与黑娃真心相爱,但两人的结合,仍会招致家人及

周围人的极力反对,最终无以逃脱悲剧结局。

  二、丧葬民俗

除丰富的婚嫁民俗外,《白鹿原》还呈现了众多

关中丧葬民俗。这些丧葬民俗,也无不蕴藏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
小说一开始描写的就是主人公白嘉轩的六娶六

丧。此后,作者又写到了秉德老汉、仙草、白赵氏、鹿
兆海、朱先生等人的一系列葬礼。在众多的葬礼描

写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男性死者相比,女性死者的

葬礼往往显得十分寒酸。这在死者所用的器物———
棺材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葬礼中,富人家一般会

选择柏木或松木做棺材,至不济也会选择楸木,棺材

大多板材较厚;而穷人家则因为没钱,多选择杨木做

棺材,板材比较薄。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棺材,除了取

决于死者的身份地位外,还取决于死者的死因。封

建社会的女性地位一向较低,故其死后大多用薄棺

材入殓,即便小康人家也不例外。白嘉轩的二房媳

妇死 时,便 是 用“一 具 薄 板 棺 材 抬 出 了 这 个 门

楼”[1](P3)。直到埋葬第五房媳妇时,白家才“用杨木

板割了一副棺材,穿了五件衣服,前边四个都只穿了

三件……年轻女人死亡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十分宽

厚仁慈了”[1](P12)。这一变化,并非白嘉轩念及夫妻

感情,而仅仅只是他对这个女人有一种负罪感。对

于他最应该感谢的女人仙草,他并没有任何特殊照

顾。临 死 前 的 仙 草 “想 见 的 亲 人 一 个 也 见 不

着”[1](P458)。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仙草死后,白嘉轩

不仅没有报丧,而且连仙草的娘家人也不曾告知,只
是草草地打了个墓坑,就把她埋葬了。仙草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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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草率,如果还可以说是因为仙草死不逢

时的话;那么,白嘉轩对前几房女人葬礼的从简,就
从骨子里体现出了他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在那个

时代,对于那些未曾给夫家留下一男半女的女性而

言,即便其娘家家境不错,当其死去时,最终也不过

是躺进一副薄板棺材里,草草下葬了事。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则是白鹿原上男性死者的葬礼。秉德

老汉死去时,适逢白嘉轩娶妻。在这一特殊背景下,
其葬礼不得不从简;但即便如此,其葬礼的复杂和隆

重程度,也远远超过了白鹿原上女性死者的葬仪。
至于鹿兆海和朱先生等人的葬礼,则更为隆重。鹿

兆海的灵柩是“漆成黑色的棺枋”,其葬礼是“白鹿原

绝无仅有的一次隆重的葬礼”。[2](P549)朱先生的离

世,更是引起了全城轰动。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不难

见出,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关中地区,男尊女

卑的封建意识是何等深厚。
与此相关的,是白鹿原上人们的轻死重生观。

“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

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1]63这种恐慌,
在他有了儿子之后竟不治而愈了。长子诞生时,他
举行了热闹隆重的庆祝仪式,“所有重要亲戚朋友都

通知到了,许多年已经断绝往来的亲戚也闻讯赶来

了。嘉轩杀了一头猪,满心欢喜地待承亲朋乡友

……嘉轩听着众人不断重复着的恭维新生儿子的套

话———再没有比这些套话叫 人 心 里 更 快 活 的 事

了”[1](P53)。有了三个儿子的白嘉轩,其女儿出生时

的喜悦之情发自肺腑:“为女儿灵灵满月所举行的庆

祝仪式相当隆重,热烈欢悦的喜庆气氛与头生儿子

的满月不相上下。”[1](P81)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白嘉

轩还找来鹿三做她的干大,以保佑她趋利避害,身强

体健。所有这些描写,都呈现出关中人对生命的重

视。与庆生的热闹隆重相比,《白鹿原》中的葬礼则

呈现出简单悲凉的一面。在养生与送死的问题上,
对养生的重视,明显占据了白鹿原人们意识的上风。
这从秉德老汉葬礼上一位伯伯的话语中,便能得到

充分的印证:“人说‘瞻前顾后’,前后总是不能兼顾,
就只能是先瞻前而后顾后;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

先顾生而后顾死。”[1](P10)一代大儒朱先生在评价白

嘉轩修祠堂办学的这件事上,说了这样一句话:“祖
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

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

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1](P66)当此之时,重生轻死

的意识,与儒家入世观便有了紧密的联系。白鹿原

上的人们之所以轻死重生,用小说里的话说,虽是源

自“一个诅咒”;但事实上,这一生命意识的背后,更
多地折射出白鹿原上自古以来生存条件的不乐观,
以及生命存活之不易。白鹿原上出生的婴儿,半数

以上在幼儿时就夭折了,而艰难存活下来的人门,也
很少有长寿的。这便使得白鹿原上的人更加重视生

命。陈忠实以其生动的描写,再现了我们民族在生

存过程中的种种挣扎与抗争,以及在这一抗争过程

中所彰显出的顽强的原始生命力。

  三、婚丧民俗描写的艺术价值

作者让主人公一出场就不停地忙于操办红白之

事,这样的开头,看似与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
实际上,正是因为陷入操办红白之事的困境之中,白
嘉轩才会在大雪天出门去请风水先生,并在机缘巧

合之下发现白鹿,由此才引出了接下来的换地、娶仙

草、种罂粟,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家致富、人丁兴旺等

一系列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小说中的婚丧民俗描

写,虽然说不上处处匠心独运,但都是小说情节发展

不可缺少的部分,对营造故事氛围,推进情节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白鹿原》几乎描写了所有重要人物的婚礼或葬

礼。作者不仅把这些内容安排得错落有致,且藉此

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如描写白嘉轩与仙草新婚之

夜时,作者一改白嘉轩娶前几房媳妇时新婚之夜的

血腥与恐怖描写,饶有兴趣地描写了“桃木棒槌打

鬼”“百日忌讳”等乡野民俗,以至于后来仙草拿这个

桃木棒槌打趣时,读者都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与婚

俗描写相比,小说中的丧俗描写虽然少了许多欢乐,
但其细节描写如关中习俗骑马坠灵等,均极大地增

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不同的民俗,源自不同的地理环境及特定地域

民众的社会生活。鲁迅先生指出:“地方色彩,也能

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

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阔眼界,
增加知识的。”[2]《白鹿原》中所涉及的丰富的民俗内

容,与白鹿原的环境、风情、世态、习惯、语言等和谐

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与地

域特色,具有厚重的沧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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